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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企业廉洁合规建设的法治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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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境企业是新时代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跨境企业的廉洁合规建设，是统筹国内反腐和涉

外反腐，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权益的迫切需要，是随着“把一带一路建

成廉洁之路”而兴起的中国原创，是廉洁价值观融入依法治企的制度设计。在国际环境更加复杂的背景

下，跨境企业面临常规性法律风险、合规虚位的法律风险、政治打压带来的安全和发展风险，企业廉洁

合规自治模式应上升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层面，通过立法明确跨境腐败的定义、范围和入罪标准，明确跨

境企业预防腐败法律义务和负激励机制，明确监察机关和相关部门监督管理职责等，以国家强制力反制

美国等西方国家滥用腐败之名的企图，确保廉洁合规在跨境企业运行中更好地发挥优化营商环境、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向国际社会展示廉洁形象的作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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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一体推进“三不腐”“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作出重要部署，提出“统筹国内

法治和国外法治”“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并强调“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

腐败及关联性经济社会风险”。“走出去”企业是我国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其廉洁合规建设和

法治保障，既是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领域，又是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

治的重要课题。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稳步增长，企业境外资产总额在 2020 年已达到 7.9 万亿美

元。我国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了新动力，同时，如何保证资金、项目不被腐败所沾染亦是一

项艰巨挑战[1]。特别是在国际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加强新时代跨境企业的廉洁合规建设和法治保障，

对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的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当下，以“不敢腐”促进“不能腐”为底线目标的企业合规、企业刑事合规已成为国内学界关注

的热点问题，但以“不想腐”加固“不能腐”为更高追求的企业廉洁合规，特别是“走出去”的跨境

企业廉洁合规却被学界忽略或遗忘。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大变局下跨境企业的廉洁合规的价值基础、

制度特性、实践探索、风险挑战及法治建设等进行初步探讨，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跨境企业廉洁合规法治建设的价值基础 
 

(一) 首要价值：统筹国内反腐和涉外反腐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腐败犯罪的惩治力度，且大多数案件都涉及境内与境外的交织腐败问题， 

因而存在境外取证、追逃追赃等实践难题。跨境企业是国内经济市场和国际经济中资金融通、资源流  
                                  

收稿日期：2023−12−05；修回日期：2024−03−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20AZD106)；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

目“湖南省企业廉洁合规建设系统工程研究”(23WTA13)  
作者简介：李蓉，女，湖南湘潭人，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湘潭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刑

法学、监察法学，联系邮箱：sally_lr@126.com；吴茵，女，湖南湘潭人，湘潭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

向：司法制度、刑事诉讼、纪检监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年第 31 卷第 1 期 

 

60

 

 

通、人才流动的重要纽带，也是实现党和国家各项重大经济决策落地生根、见效见能的关键一环。跨

境企业廉洁合规所治理的跨境腐败问题，既破坏国内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影响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

又有损我国对外开放和反腐败国际合作，破坏党和国家的国际形象。因此，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

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用“全周期管理”方式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本方略，坚持“打虎”“拍蝇”

“猎狐”三管齐下，坚持国内反腐和反腐败国际合作同步推进，确保反腐败斗争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

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这就要求将跨境企业的廉洁合规从企业内部的

依法治理模式上升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治理层面加以保障；将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性意见、规范性文件

上升为法律法规，丰富治理跨境腐败的工具箱，以国家强制力确保廉洁合规在跨境企业运行中更好地

发挥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向国际社会展示廉洁形象的作用。 

(二) 核心价值：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迫切需要 

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近年来在外

投资规模和跨境企业体量的扩大，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持续升级，并在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对

中国施压，动辄以商业贿赂等合规问题为借口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因此，我国“走出去”企业的廉

洁合规建设，必须以我国刑法、监察法、刑事诉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基础，结合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反海外腐败法等国际条约、外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合理规制自身经营行为，审慎

防范在对外贸易、境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等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涉腐风险，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如，

涉及国际服务贸易的企业，应着重强化所涉国家(地区)的贸易技术标准、救济措施和知识产权等领域

的合规建设；涉及境外分支机构的企业，应着重强化劳动权利、跨境数据和廉洁腐败等方面要求；涉

及境外建设工程项目的企业，应具备项目管理、合同履行和债权债务等方面的知识，为高质量对外开

放创造良好的涉外法治环境。 

(三) 基本价值：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权益的迫切需要 

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虽然先后修订刑法、刑事诉讼法，制定引渡法、国际刑事司

法协助法等法律法规，从罪名设置、域外管辖、程序制度、执行制度等方面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相衔接，为反腐败追逃追赃和反腐败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2]，但“走出去”企业廉洁合规的法律

规制还有较大立法空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制定《反海外腐败法》等专门法律的基础上，相继发布反

腐败研究备忘录和反腐败战略，其目的就是将反腐败确立为国家安全核心利益和外交政策优先事项，

将反腐败打造成遏华制华的“战略武器”，反腐败因而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领域。比如美国政府通过

所谓的“反腐败”调查，认定中国华为在非洲某国存在所谓的“腐败行为”，于是就动用政府和司法

权力对在美国本土活动的华为资产和人员进行冻结和扣押。美国推动出台竞争法案直接指向了我国有

较强竞争力的国有企业，以腐败调查为名，行打压之实。为此，我们必须抓紧出台跨境反腐败专门法

律，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通过保护跨境企业的合法合规经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权益。 

 

二、比较视野下跨境企业廉洁合规的制度特色 
 

(一) 中外“企业合规”制度之比较 

1. 西方的“企业合规” 

通说认为，现代企业合规制度发端于美国。1991 年美国《联邦组织体量刑指南》规定，如果企业

能够实施有效的合规计划，可以减轻处罚，企业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已经实施合规的企业会比未实施

合规的企业受到更加轻缓的刑事处罚。这是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首次提出企业合规计划的概念，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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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并准确实施合规计划被视为对企业犯罪量刑时的重要考量因素[3]。此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

程中，建立有效的合规计划逐渐成为西方企业治理的通行方式。如英国的《2010 年反贿赂法》和法国

的《萨宾第二法案》，均以单独立法的形式规定跨国商业贿赂犯罪，为反腐败合规提供了根本遵循[4]。

其中，法国的腐败立法首次确立了强制合规制度[5]。 

2. 中国国企的“企业合规” 

我国的“企业合规”一词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因发展三资企业外在因素的要求而初设企业

合规管理制度。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企业合规作为依法治企的实践探索

开始起步。党的十八大提出确立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企业合规建设在国有企业全面展开。2016 年 4

月，国资委发布了《关于在部分中央企业开展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国资厅发法规

〔2016〕23 号)[6]拉开了我国企业合规制度的序幕，2018 年 11 月，《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7]

出台，三年后推出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8]标志着我国企业合规制度已具雏形。2021 年 3 月，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的决议》[9]，明确将“合规”写入其中，体现了国家战略层面对企业依法依规管理的重视，标志

着我国国有企业合规制度成熟定型。有论者认为，这种“企业合规”主要是影响企业自身发展的规范

遵守，即合规是指“企业及其员工的经营管理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行业准则和企业章程、

规章制度以及国际条约、规则等要求”[10]，而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后的从宽从轻并没有从制度层面进

行保障。 

3. 涉案企业刑事合规 

2020 年 3 月，最高检启动对涉嫌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试点工作[11]，

并在“两会”工作报告上明确提出：“平等保护国企民企、内资外资、大中小微企业。积极、稳慎试

点，对民营企业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

刑建议；督促涉案企业合规管理，做好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实刑的‘后半篇文章’。” 2021 年 6 月，

最高检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其要义是：

涉案企业或者其实际控制人、经营管理人、关键技术人员等涉嫌实施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犯罪，

在检察机关等国家机关或者第三方组织的监督下，通过制定和实施整改计划、强化企业资质、建立健

全预防违法犯罪的合规管理体系，可以减轻或从轻处罚[12]。涉案“企业”的范围主要是涉案企业以及

与涉案企业相关联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包括国有、民营大中小微企业，涉及内资与外资等。有论者

认为，这种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相关行政机关参与的企业内部刑事合规治理模式，是企业合规模式的

升级版。 

4. 跨境企业廉洁合规 

跨境企业的廉洁合规是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而产生的企业治理模式。2017 年 5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强调，“我们要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让

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三个月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世界银行共办“加强国际合作共建廉洁之

路”研讨会，围绕企业如何进行廉洁合规经营管理，政府如何打造廉洁营商环境，廉洁之路建设如何

从理念走向行动、从愿景成为现实提出思路和方案，由此开启了“走出去”企业廉洁合规建设的序幕。

2022 年 11 月 9 日，第五届国际进口博览会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举行多场平行分论坛。在“‘一带一路’

背景下企业廉洁合规发展”分论坛上，国家监委及相关部委负责人、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企业等多方一致认为，中国企业廉洁合规建设要形成政府指导、企业投入、智库助力的廉

洁合规生态圈，推进顶层设计、细化合规指引、举办合规培训、加强跟踪研究，形成多方联动的合规

生态圈，这标志着以廉洁价值观融入依法治企的跨境企业廉洁合规模式的形成和确立。2023 年第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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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

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高级原则”，建立“一带一路”企业廉洁合规评价体系[13]，

为跨境企业廉洁合规法治化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 

(二) 跨境企业廉洁合规的概念、原创性与特色 

1. 跨境企业廉洁合规的概念 

跨境企业廉洁合规的概念涉及“跨境企业”和“企业廉洁合规”两个关键词。“跨境企业”有广

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概念包括我国“走出去”企业和在华跨国企业。狭义的“跨境企业”即本文所

称的“跨境企业”，主要指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或设置生产经营机构进行商业和贸易活动，以拓展企

业在境外的生产经营市场，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合理配置资源。狭义的“走出去企业”一般可以归纳

为三类：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14]。而我国企业主要以设立分支机构和项目部为主

要形式，以对外投资和承包工程为主要方式实现“走出去”的目的。 

跨境企业“廉洁合规”，指中国到国外投资或设立生产经营机构或向境外延伸发展的企业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制定的、以廉洁诚信为要旨、遵守本国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律法规的基本规范。其含义是：

跨境企业为履行反腐败和反贿赂的法律义务，确保企业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内部规章制度、商业道德

及国际法律规则的要求，杜绝任何形式的腐败和贿赂，同时督促员工、第三方以及其他商业合作伙伴

廉洁奉公、诚实守信、依法依规进行经营活动，而依据我国法律法规和所在国法律法规制定的企业治

理模式。有效的企业廉洁合规制度要素包括：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主持和参与；成文的廉洁合规规范

及程序；谨慎廉洁风险规避原则；廉洁合规培训及教育；内部报告及举报制度；廉洁规制的公正公平；

廉洁合规监督及审计制度；廉洁合规风险评估；廉洁合规调查及程序；违法违规的责任追究机制，廉

洁风险应对及合规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等。 

2. 跨境企业廉洁合规的原创性 

笔者认同“企业合规”发端于美国[15]，但不认为我国“企业合规”是“一个舶来品概念”。从“合

规”的内涵来看，“合规”精神并非西方独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早有对合规的认知；合规的精神是

对于社会伦理、结构、秩序、习俗等方面的尊重、遵守与敬畏，合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的道

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因而在我国，无论是企业合规、刑事合规还是廉洁合规，虽然与西方的合规有相

同之处，但本质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在企业治理上的我国原创。特别是

跨境企业的廉洁合规，更是反腐败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在企业治理上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曾指

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16]，跨境企业的廉洁合规就是“抓前端、

治未病”的制度原创。 

跨境企业廉洁合规“抓前端、治未病”的原创性，决定了其与企业合规、刑事合规在价值目标上

有重要差异。跨境企业廉洁合规是与国企合规和企业刑事合规既“同”又“不同”的企业合规制度。

所谓“同”，指三项制度都是企业遵守法律法规而制定的自我约束规范；所谓“不同”，指跨境企业廉

洁合规在主体上既包括国有企业又包括民营企业，在要求上具有廉洁诚信、遵章守法的前置性和预防

腐败等违法的能动性。国企合规，在主体上仅指国有企业，其合规的制度设置性的动力不足。刑事合

规虽然在主体上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但是其合规制度是在涉及刑事犯罪后建立的合规倒

逼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跨境企业廉洁合规将廉洁价值观融入企业的依法治理，其高标准追求特质

是企业合规和企业刑事合规两种企业治理模式所不具备的。 

3. 跨境企业廉洁合规的特色 

跨境企业廉洁合规的特色是具有廉洁诚信、遵规守法的主动性，高标准严要求的示范性。相较而

言，国有企业合规制度主要指国内企业通过优化治理的结构，健全规章制度，建设合规文化、应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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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风险的管理体系，因而在本质上不具有主动性和示范性原动力。而在检察机关或者第三方组织监督

下的企业刑事合规，则是企业及相关人员涉嫌犯罪后，通过制定和实施合规整改而减轻和免予刑事处

罚的一种企业合规的倒逼机制和底线要求。跨境企业的廉洁合规，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一带一

路成为廉洁之路”和要求企业成为“‘一带一路’的形象大使”重要指示下开启的。共建“一带一路”

不仅是经济合作，还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更

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是以各国各地区合作共赢为指向的发展方案，“不是形成破

坏稳定的小集团，而是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17]。这就要求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和走出去的国有企

业、民营企业，都要通过高标准廉洁合规制度建设，彰显我国的开放精神、博大胸怀，把握大同理念

并体现在具体的项目和言行中；通过树立全局意识，强化战略思维，守纪律讲规矩，把共建“一带一

路”所蕴含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责任担当充分展示出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贯穿工作始终，这种体现反腐倡廉和法治建设高标准、严要求的内生性原动力，是中国式跨境企业廉

洁合规治理模式所独有的。 

 

三、跨境企业廉洁合规相关依据、成效及面临的风险 
 

(一) 廉洁合规建设的法规依据 

面对大变局下的一系列风险与挑战，世界各国对企业的合规化运营、属地化管理、公司治理体系、

跨文化融合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围绕推动企业廉洁合规发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家发改委

和国资委等多部门出台了系列重要规定，为跨境企业的廉洁合规建设提供了依据。 

有学者指出，跨境企业廉洁合规的依据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相关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相关国际公约，我国也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该公约在对各

国各地区履约情况进行评价时，会重点评估其私营部门的腐败情况。此外，还有《经合组织关于反对

在国际商务活动中贿赂外国公务人员行为的公约》，我国企业在经合组织国家进行经营时会受到该公

约管辖。二是相关法律。主要有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英国《英国反贿赂法案》、巴西《诚信公司法》、

加拿大《反外国公职人员腐败法》及俄罗斯 2013 年的法律修订等。当前，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是影响力较大的反腐合规类法律，其对贿赂手段的内涵和行为手段进行了界定[18]。值得警惕的是，由

于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形成了“长臂管辖”原则，已成为打压中国企业境外经营的重要政治手段。

三是相关指南。2010 年世界银行发布《世界银行集团诚信合规指南》，对企业合规建设提出了较为具

体的建议。世界银行会对违规企业进行制裁，不仅涉及廉洁与行贿问题，也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合规管

理问题。联合国 2013 年发布的《廉政风险评估指南》也十分重要，该指南从企业廉政风险发生概率、

企业廉政风险等级和损失两方面进行评估。相关标准方面，2016 年 10 月《ISO37001 反贿赂标准体系》

出台，尽管该标准的应用仍在进一步完善探索的过程之中，但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主动应用该标

准体系优化企业内部的廉洁管理模式。2018 年，中国旨在推动企业反贿赂的国家标准正式出台，为企

业合规管理体系提供了指南。同时，相关部委陆续发布《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企业境外经

营合规管理指引》等重要文件，为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加强廉洁合规管理提供了有益指导。 

(二) 跨境企业廉洁合规制度的探索及成效 

有学者认为，我国跨境企业虽然门类广泛，但从总体上看，其廉洁合规的创制不外乎四个方面：

一是设立专门廉洁合规监督机构，履行监管职责。二是重点环节、重点部位人员向公司签订廉洁自律

承诺书，所有业务来往客户、供应商、服务商、承包商也通过合同、协议实现廉洁合规约束。三是通

过加强会计核算、资金预算管理、货币资金管理、资产管理、跨国资金开支管理、财务会计报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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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责任审计、离任审计、关键岗位任期审计、工程项目审计、经营合规审计等进行合规管理。四是采

取企业向政府承诺，企业与经营服务对象、企业总部与分部及各层级、企业与员工等签署合同或协议

的方式，调动企业全员廉洁合规的自觉性。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廉洁合规制度创建之前，我国“走出去”企业由于对廉洁合规的极端重要性

认识不足，加之对国外法律法规不熟悉而可能产生违法违规问题，向当地政府、法院缴纳高额罚款的

现象十分普遍，有的企业甚至被当地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跨境企业廉洁理念的树立和廉洁合规制

度的推行，促进了跨境经营的稳步发展。东部某省 2013 年以来“走出去”的 1 000 余家企业中，就曾

发生过因存在行贿、搞“灰色地带”等问题而被世界银行纳入限制项目“黑名单”的问题。2018 年国

家一系列重要指引和相关规定出台，推动全国跨境企业廉洁合规建设和专项管理，继而呈现出“两降

两升”的现象，即腐败被调查、被制裁的现象大幅减少，境外经营和项目投资持续上升。特别是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数据，2021 年比 2013 年同比增长了 5 倍多，跨境经营和项目投资

走上健康发展轨道。如某省建工集团，2013 年 10 月因东非公司在投标世界银行出资项目过程中提供

虚假业绩资料，集团被世界银行给予为期两年的资格制裁。随后，集团通过建立健全合规管理组织机

构、建立完善合规制度体系等一系列努力，于 2015 年 6 月成功解除制裁。在集团全面合规体系建设

的指导下，集团各子公司所属海外公司在制度建设、行业自律、公平竞争、供应商管理等方面不断改

进，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合规经营管理体系，为防控境外廉洁风险提供了制度支撑[19]。2021 年集团海

外业绩同比增长 50.5%，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海外竞争力。 

(三) 跨境企业廉洁合规制度缺位所面临的风险 

进入新时代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随着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地缘政治事件频发

和世纪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叠加，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强行切割基于市场规则建立起来的全球

供应链，构建意识形态互认度高、可控性强的产业链供应链“同盟”。面对大变局下的一系列风险与

挑战，世界各国对企业的合规化运营、属地化管理、公司治理体系、跨文化融合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

升，我国企业“走出去”环境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据对某省自 2018 年 3 月《企业境外投资管

理办法》实施以来境外投资的 258 个投资项目的调查分析，跨境企业面临的一系列法律和政治风险主

要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常规性法律风险。通过对相关案例的考证可知，常规性法律风险主要体现在宴请招待、提议

与承诺、关联捐款、礼品赠予、支持官员家庭成员等活动上。宴请招待在中国被视为一种文化，其主

要形式有宴会、招待会、工作餐茶会等，但只要宴请接待国外官员及国有企业员工，就会认定为违法。

在反海外腐败法(简称 FCPA)中，提议与承诺极易被定性为贿赂，其定性并不依据实际贿赂行为是否

发生，提议方只需提出给付或承诺，就会被认定为违法。企业给利害关系人任职的慈善机构捐款时，

若相关部门认为企业无法充分表达其捐款动机，亦可认定为违法[20]。并非任何送礼的行为都会违反相

关规定，但是会提高企业违规的风险。为官员的子女提供实习或入职的机会、在无聘用事实的情况下

协助其办理工作签证，都会被认定为非法的支持行为。 

二是合规虚位的法律风险。合规虚位主要存在于投资决策、廉洁教育、财务制度、内控机制、关

联交易等环节。境外投资决策是企业进行境外投资的第一步，也是一个极易滋生商业贿赂、腐败等廉

洁问题的领域。廉洁教育是跨境企业在岗人员的培训必修课，但一些企业将培训内容局限在专业技能

和东道国当地的语言、文化等方面，致使境外工作人员在制度监督少于国内的情况下更容易受腐败诱

惑，其造成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当事人和企业受到所在国的法律制裁。对境外投资进行有效的财务监控

是防止境外企业资产流失，实现境外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保障。一些企业恰恰可能在财务管理制

度上出现漏洞。有的企业的内控制度有名无实，导致企业负责人私自对外投资，收益不入账，中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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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或私设小金库，甚至发生负责人携巨额公款外逃的事件。 

三是政治打压带来的安全和发展风险。近年来，美国政府相继发布反腐败研究备忘录和反腐败战

略，其目的就是将反腐败确立为国家安全核心利益和外交政策优先事项，将反腐败打造成遏华制华的

“战略武器”，反腐败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领域。美国推动出台竞争法案，其中，关于反腐败的内容

很多，核心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各部门工作合力；另一方面，企图借助

调查在美经营企业的腐败问题，实现打压中国企业的目的。现实表明，跨国商业贿赂是经贸问题，更

深层次的是外交和政治问题。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加强打击跨境腐败立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都是

为了本国利益。面对跨境企业发展面临的严重威胁，必须采取有力的对等措施予以反制，以保障“走

出去”企业的发展权益。 

 

四、跨境企业廉洁合规的风险应对与法治保障 
 

(一) 跨境企业廉洁合规的风险应对 

1. 全面加强党对跨境企业的领导 

跨境企业廉洁合规本质上是依法治企的具体实践，是廉洁价值观融入企业法治的管理模式。笔者

以为，在我国现有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它走出国门开展经营活动，就担

负着国家形象大使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以党的领导为统领，铸造跨境企业廉洁合规的法治之魂。

要全面加强党对跨境企业的领导，建立健全企业中党的组织机构，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党的日常

监督[21]。坚持党的创新理论与企业价值观相统一，营造跨境企业廉洁合规文化；坚持党的领导和企业

治理相统一，把党的领导融入企业廉洁合规建设各环节；坚持党建工作与廉洁合规深度融合，以廉洁

合规成效检验党组织工作成效；充分保证企业廉洁合规建设廉洁诚信、遵规守法的前置性、高标准，

夯实应对跨境企业廉洁风险能力水平的思想基础。 

2. 明确依规依法治腐的靶向目标 

跨境企业廉洁合规的治理靶向就是以防微杜渐的态度依规拒腐、依法治腐。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

领域的腐败”。在新阶段，进一步治理滋生腐败的温床、斩断腐败恶变链条成为腐败治理的重点内容。

企业是市场经济中资金融通、资源流通、人才流动的重要纽带，也是实现党和国家各项重大经济决策

落地生根、见效见能的关键一环。因此，跨境企业廉洁合规，必须着眼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深

刻领会“行贿受贿一起查”的法治意涵，坚决铲除“围猎”与“被围猎”的土壤；要履行反腐败和反

贿赂的法律义务，确保企业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内部规章制度、商业道德及国际法律规则的要求，杜

绝任何形式的腐败和贿赂；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依规坚决惩治跨境企业的腐败问题，把一体推进“三

不腐”融入合规治理的各个环节。 

3. 增强跨境企业安全风险的研判预警 

在社会、经济、法律制度不同的海外国家和地区，完善的廉洁合规制度不一定能给企业带来完全

的合规保护。适用合规制度的研判预警也是廉洁合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境外企业在进行商事活

动之前，需对合作方、供应商、监管主体等进行充分的了解，将对方“推定为有属机构或政府官员”，

直至有充分证据排除假设。这种推定的适用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适用反腐合规制度而不会出现制度适

用的盲区。又如在多国反腐法律中，“合理解释”常作为出罪理由，其关键就在于证据对法律事实的

构建，而构建的基础是证据的记录与存档[22]。因此，企业规范自身记录与存档环节，是其应对外部审

查的事前准备，是化解反腐合规风险的重要方式。企业专门的合规管理机构或履行相应职责的部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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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支出经费报销环节就相关的报销资料进行事先审核，这是反腐合规内控程序的重要行为。若相关

的证明文件不能体现费用的本质属性，不能证明费用支出的合理性，那么该次费用就应当被认定为具

有风险，需要提交合规委员会等讨论决定如何处理，并作出预案以提前应对相关监管部门的执法检查，

足见注重内控程序与自检程序对规避法律风险的极端重要性[22]。 

4. 健全廉洁合规运行配套机制 

健全配套机制是廉洁合规形成制度闭环的客观要求。应从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理念出发，在强

化“不敢腐”的震慑基础上，设立企业内部举报机制，倡导员工及时反映或者举报违反公司章程、企

业廉洁合规制度、刑事法律制度的行为，包括处于萌芽状态的企业行贿等苗头，并建立举报人保密和

奖励制度，给予主动举报人特定的照顾，免除其公司内部违规责任等。在扎牢“不能腐”的笼子方面，

建立员工合理化建议奖励机制。鼓励员工针对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等方面、环节

的规章制度存在的“短板”和漏洞发表看法和意见，只要有利于制度完善，便应当在职位晋升或相关

奖励上加以体现。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方面，建立廉洁文化培训教育机制。通过模仿或替代、言

语或社会劝说，定期会议、定期面谈和培训等方式，教育引导员工避免贿赂行为，充分认识商业贿赂

的弊端，培养员工合规经营的自豪感和自我效能感，既要让员工充分了解企业的经营战略、经营文化

和经营模式，更要让员工明白企业廉洁合规文化的重要性和进步性，让企业内部员工形成廉洁奋进、

反对商业贿赂的内在自觉，在行动上坚决与商业贿赂行为作斗争，为促进企业形成人人从业从商廉洁

合规的氛围贡献力量。要制定相应行为负面清单，将廉洁文化变为行为要求。 

(二) 把廉洁合规纳入反腐败涉外法规体系 

笔者认为，应把跨境企业廉洁合规纳入反腐败涉外法规体系，在创建反跨境腐败基本法律、构建

反腐败涉外法规体系时，着眼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权益，占据国际反腐败道义制高点，把跨境

企业廉洁合规作为重要内容，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为大变局下的跨境企业提供法治遵循和法律资源。 

一是明确跨境腐败的定义、范围和入罪标准，反制美国等西方国家滥用腐败之名的企图。笔者认

为，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国际反腐败公约》规定，明确跨境腐败指跨境组织和人员实

施的贪污贿赂、利益输送、失职渎职和自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跨境组织和人员包括国家机关、企事

业组织及其人员，外国在华机构及其人员，境外涉华机构及其人员。在罪名设置上，做到既规制我国

“走出去”的企业，又规制外国“引进来”的企业；在犯罪构成上，既突出反跨境腐败的特色，又与

现行刑法规定相一致；既为打击跨境腐败提供法律依据，又保障非腐败正当经营行为不受法律追究。

同时，规定一定的豁免、减轻处罚情形。通过规范跨境腐败的定义、范围和入罪标准，与美国等西方

国家任意曲解腐败概念划清界线，向国际社会彰显我国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立场

和坚定决心。 

二是完善域外反腐败管辖制度，为跨境企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笔者注意到，美国拜登政府所

谓的“反腐败”打击行动，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长臂管辖”。对此，我国要完善域外反腐败管辖制

度，明确管辖对象、管辖范围和管辖权竞合的处理规则，反制外国的长臂管辖。另外，基于对等原则，

要求在华设立分支机构的境外机构提供涉外腐败案件的证据资料；遵循现行阻断法律，对我国正在调

查的跨境腐败案件，禁止涉案企业或个人向外国提供可能影响我国主权、安全、基本经济利益、公共

秩序的文件或信息。 

三是明确跨境企业预防腐败法律义务，推进廉洁合规法治化、规范化。笔者主张，在创制反跨境

腐败基本法中，贯彻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内外贯通的立法精神，在总结国内外企业合规经营的正反

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跨境企业应当履行的廉洁合规义务，加强会计、内控、审计等内部治理制

度建设，形成职责明确、程序完善的反跨境腐败专项合规管理体系。同时，落实“谁组织、谁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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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负责”原则，层层压实企业总部及各层级单位的主体责任，强调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等法定代表人

和实际控制人是廉洁合规第一责任人。 

四是明确监察机关和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建立预防跨境腐败的法定监督机制。各级纪检监

察部门应探索跨境腐败的防治工作，并将该项工作的履职情况纳入考评体系。国家监察委员会可以制

定或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预防和治理跨境腐败的监察法规。未履行廉洁合规义务的跨境企业或者个人，

由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或者逾期未改正的，给予警告，

并根据经营规模、潜在危害等情况，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罚款，或者限制、禁止其开展相关业务。

建立跨境型的黑名单制度，对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和个人，采取职业限制、强化税收监控管理、提高贷

款利率等惩戒措施[23]。建立涉腐从宽处罚、免责规范，对主动举报境外贿赂行为、配合调查取证、积

极退赔挽损、有效堵塞制度漏洞、改善廉洁合规内控机制的企业，可以附条件减免处罚[24]。廉洁合规

制度健全完善的跨境企业发生违法违规和涉罪问题的，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行政或法律责任，对无直接

关联的层级的领导，不予追责或免于追责。 

(三) 加大纪检监察机关对跨境腐败的治理力度 

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和国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专责机关，对跨境企业廉洁合规负有义不容辞

的治理责任。从当下的实践看，我国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尚待完善，对跨境企业在涉外经营过程中发

生的贪污受贿、失职渎职等职务违法犯罪，非公企业发生的腐败问题、纪检监察机关与跨境企业相关

机构在履职上如何协同等，均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纪检监察机关涉外反腐职

能的有效发挥。值得欣慰的是，2023 年 12 月 29 日，我国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二)，该次修订最重要

的贡献就是对非公企业的腐败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刑法规制。笔者认为，在严格执行刑法修正案相关

规定的同时，应聚焦跨境企业廉洁合规的制度特点和面临的风险，依据相关公约、法律、指南，从以

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 

一是树立“监察主导、企业尽责”理念。在对跨境企业廉洁合规的监督中，监察主导、企业尽责

是相辅相成的，不可独立存在。纪检监察机关是党的政治机关，履行对党员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开展

对职务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置是宪法所赋予的神圣职责和至高使命。由此，纪检监察机关在跨境企业廉

洁合规治理中理应勇挑重担，在职权职能上具有优先性、主体性和主导性。申言之，跨境企业纪检监

察机构对违章违法人员进行处置时，纪检监察机关有责任在腐败问题的法律适用、定性量纪等方面给

予指导和帮助。对处分处置中的程序不当和实体错误的情形有权及时纠正，以保障执纪处分行为的合

法性和公正性。对跨境企业而言，强化廉洁合规监督工作，及时对职务违法违章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置，

既是企业廉洁合规治理的实然要求，也是保证企业行政管理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特别是

跨境民营企业的党政监管机构应当在纪检监察机关指导下，发挥跨境企业廉洁合规的主体作用。 

二是把握“纪严于法、法严于刑”的监督特点。“纪严于法”体现了法律的“底线”特点，要求

将党纪置于国法之前，以自我管理的方式约束党员和组织；而“法严于刑”就是把政务处分法、相关

公约、相关指南等挺在刑事法律之前，实现廉洁合规的高标准约束；对“破”纪、“破”法的职务犯

罪者，才移交司法机关施以刑罚制裁。但须厘清“违纪”“违法违规”“职务犯罪”以及“职务违章违

法”的关系。其中，“违纪”的主体和范围都具有特定性，仅针对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内纪律的行为，

属于上位概念；“违法违规”和“职务犯罪”都可适用于国有企业中的跨境公职人员或民营企业中的

跨境管理人员，但是“违法违规”系上述人员违反政务法律中所禁止的行为，需承担政务法律责任；

“职务犯罪”则是上述人员实施了刑法中所规定的职务类犯罪行为，需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具有

严厉性；而“职务违章违法”仅是“违纪行为”与“职务犯罪行为”的缓冲存在。根据上述逻辑，公

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处于党纪之后和刑事法律之前的关键环节。故国有企业中的跨境公职人员(民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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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的跨境管理人员)涉及贪腐违法行为的，应视情形依法依规给予政务处分或党纪处分，或移送司

法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是坚持打击惩治与依法保护并重。把跨境企业监察对象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

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

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

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跨境企业经营管理人

员。查办跨境企业涉腐违法问题，既要畅通检举控告渠道、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准确地惩治职务违法

行为，又要通过有效规范检举控告秩序、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将保护正常行使检举控告权与惩治

诬告陷害行为统一于具体的执纪执法实践中。在我国跨境企业及其人员受到境外反腐败不当长臂管辖

或者不公正反腐败调查时，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协调国家有关部门通过适当途径与外国当局进行交涉，

维护中国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 

四是坚持标本兼治，提升监督质效。首先，发挥“监察建议”的效能。根据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着重发现跨境企业廉洁合规的相关主体落实责任不力、

失职失责等问题，通过监察建议方式指出存在问题，督促抓好整改落实[25]。其次，建立跟踪机制。对

涉案企业的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估，若存在敷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情况，应进行追责问责。最后，

提高主动发现能力。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紧盯权力运行的过程和主体，并综合运用“四

种形态”多措并举，提升监督的质效。要以精准有效的纪检监察确保跨境企业廉洁合规行之有效、行

稳致远；使走出国门的跨境企业成为高质量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生力军，成为当代中

国的形象大使和构建人类社会新形态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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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oss-border enterprises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high-quality opening up in the new era. The 
building of integrity and compliance for cross-border enterprises in the new era is an urgent need to 
coordinate efforts to combat corruption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achieve a higher level of opening up, and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rights and interests. It is the Chinese originality 
that rises with “building Belt & Road cooperation into a clean road”, and it is the system design of 
integrating the values of cleanness into managing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law. In a more complex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ross-border enterprises are faced with regular legal risks, legal risks caused by 
compliance, and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risks brought by political repression. Therefore, the 
self-governance model of corporate integrity and compliance should be elevated to the level of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Through legislation, we will clarify the definition, scope, and criminalization criteria of 
cross-border corruption, clarify the legal obligation of cross-border enterprises to prevent corruption and the 
negative incentive mechanism, clarify the supervisory and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of supervisory 
organs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counter the abuse of corruption in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with the coercive power of the state. Besides, we can also ensure that integrity and 
compliance can play a better role in the operation of cross-border enterprises in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building a new type of pro-Popia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and showing the image of 
integrity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new productive force i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ross-border enterprise; integrity and compliance; risks and leg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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